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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团队认同一定会提升创业协同效率吗？

李    论,  李纪珍
（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摘　要： 本文运用体验抽样法开展创业追踪调查，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的“归属感”和“同一

性”视角，探究创业团队认同对创业协同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创业团队认同与创业协同效率

之间存在先升后降的关系，创业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非线性中介作用。具体而言，随着创业

团队认同的增加，一方面，创业者由于强烈的归属感导致努力创业的动机增强，激发创业者激

情，提高创业者努力程度，进而提升创业协同效率；另一方面，创业团队认同导致的同一性使创

业者强化外群体偏见，降低创业危机感，减少创业者努力程度，进而降低创业协同效率。此外，

创业者的反馈倾向特质能显著增强创业努力与创业协同效率之间的正向关系。本研究提出“认

知—行为—结果”的框架，揭示了创业团队认同对创业协同效率的影响机制，对于团队认同以

及创业效率等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对于管理实践也极具启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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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创业团队作为创业企业的关键要素，对企业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阿里巴巴“十八罗汉”的
故事一直为大家津津乐道，成为创业团队构建的典范。已有研究发现，团队成员容易在团队层

面体验到认同感（van der Vegt等，2003；van Dick等，2008），特别是由于共同任务的需要，团队

成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力合作，有助于增进团队成员的了解，增加团队成员的共同

点，使得成员更倾向于认同团队（Riketta和van Dick，2005；van der Vegt和Bunderson，2005）。与
传统组织内的团队有所不同，创业团队直接影响创业企业的规范形成和文化塑造，对后续的企

业战略和行为产生持续影响。创业团队中的创业成员每天一起“摸爬滚打”，更容易对其创业团

队产生认同感。创业团队认同（entrepreneurial team identity）是创业团队的重要心理资本之一，

是影响创业团队“走多远”的关键要素（栾琨和谢小云，2014；陈建安等，2015），然而，现有创业

团队认同的研究依然处于初步阶段，我们有必要探究创业团队认同对创业者行动与绩效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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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这将有助于深化创业情境中的团队认同理解，有助于高效创业团队的构建。

尽管学者们在理论上指出认同具有动态性（Ashforth等，2008，2016），但国内外现有对认

同的研究仍以一次性问卷调查为主，研究结论局限在对认同的静态研究上（栾琨和谢小云，

2014；陈建安等，2015）。本文重申团队认同伴随着时间、空间的改变而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有必

要关注认同的动态性本质。以往大多数学者只关注创业团队在某个时刻的静态特点对创业行

动或绩效的影响（Foo等，2006），而创业过程始终伴随着不确定性，创业团队认同的动态变化

更加突出。本文运用陈晓萍和沈伟（2018）提倡的体验抽样法，探究创业过程中动态变化的创业

团队认同的持续性影响，这有助于改善当前认同研究中仅关注其静态特征的局面，更为深入地

理解其动态性本质。

创业活动的风险高、投入高、存活率低，使得创业效率的测量和评价显得十分必要。本文系

统地整理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创业效率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角度：一是创业行动效率，以一

定时间内开展创业行动数量的多少来衡量（姚芳，2011；韩炜等，2013）；二是创业配置效率，以

创业过程中的投入产出比来衡量（熊婵等，2014；高洋等，2019；杨婵等，2019）；三是创业协同效

率，关注创业团队在协作过程中有无改进办事方法、提高互动效率（初旭，2013）。创业协同效率

指的是创业团队互动和管理的效率，聚焦于创业团队的动态合作过程，与创业企业的财务绩效

和创新绩效息息相关（Klotz等，2014；程江，2017；朱仁宏等，2018），因此，深入探究创业协同效

率的影响因素，可以丰富对创业效率以及创业团队的理解，也有助于创业成功率的提高。

鉴于此，本文立足于现有研究不足，用体验抽样法动态追踪创业团队认同和创业协同效率

的变化，研究分四个议题展开：（1）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的“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和“同一

性”（oneness）视角探究创业团队认同对创业协同效率的影响；（2）基于“认知—行为—结果”的
框架探索创业努力对创业团队认同影响创业协同效率的中介效应；（3）探究创业者反馈倾向特

质对这一影响路径的调节作用；（4）运用非线性中介检验方法，验证创业努力对创业团队认同

和创业协同效率间非线性关系的中介效应。本文的贡献主要有：首先，将团队认同扩展至创业

研究领域，补充了创业团队研究的心理特征视角，将创业团队认同与传统组织内的团队认同相

区分，有助于突显创业情境的不确定性，发现不确定性背景下的创业团队认同对构建高效创业

团队的突出意义。其次，关注创业团队认同的动态性和个体内差异，深化了对团队认同动态性

本质的理解，弥补了以往研究中仅从静态视角出发的不足。第三，揭示创业团队认同影响创业

协同效率的解释机制，指出创业努力在其中发挥非线性中介作用，引起国内学者对国际创业研

究领域中创业努力的重视。最后，指出创业努力影响创业协同效率的边界条件，挖掘影响创业

协同效率的可控因素，有助于为创业团队及其成员提高协同效率提供建议。

二、  文献回顾

（一）团队认同的积极影响

现有不少学者指出团队认同可以有效降低成员之间的偏见和冲突，增强工作努力的程度，

最终对绩效产生正向影响（Ashforth等，2008；汤超颖等，2013；栾琨和谢小云，2014）。Ashforth
等（2008）指出团队认同是团队成员的粘合剂和团队产出的驱动力，对于缓解团队成员的偏见

和冲突有显著作用。有学者指出团队认同暗含着团队成员认可并内化团队的目标与价值，获得

归属感的团队成员会自愿做出有利于团队的自由裁量（discretionary）行为（O’Reilly和
Chatman，1986），增加其工作努力程度（Ellemers等，2004）。Kearney等（2009）指出团队认同在

社会分类（如年龄、教育）多样性与包括团队效率在内的团队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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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队认同的消极影响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团队认同是通过去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的方式来实现团队内部

态度和行为的“同一性”（栾琨和谢小云，2014；栾琨，2016），团队认同可能会对创新行为、创造

力以及团队绩效产生负面作用。比如团队成员为了维护团队身份的一致性，不会采取“离经叛

道”的创新行为，这是因为创新行为会脱离团队原型（prototypicality）而得不到客观评价（栾琨

和谢小云，2014；栾琨，2016）。Rotondi（1975）提出团队认同潜在的负面影响，并通过实证检验

揭示了研发团队认同对创造力及效率产生负面作用。此外，Dukerich等（1998）系统阐释团队认

同的“阴暗面”，提出过度认同会导致对团队成员单纯盲目的信任，降低团队成员的质疑能力，

对团队的创意提出和效率改进造成不利影响。栾琨和谢小云（2014）两位国内学者对团队认同

开展理论综述，同样指出团队认同可能会对绩效的不同方面产生不同影响。国内外学者都号召

对团队认同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开展深入研究（Ashforth等，2008；栾琨和谢小云，2014）。
（三）创业努力

根据资源分配理论，努力是分配到诸项活动中的一种资源（Kahneman，1973；吴波等，

2015）。Bielby和Bielby（1988）认为工作努力是付出的工作精力，以脑力或体力为表现形式。进

一步地，Carson等（1995）学者提出创业努力指的是创业者或创业团队对创业目标的坚持。从工

作努力概念衍生出的创业努力，近年来获得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Foo等，2009；Uy等，

2010；Gielnik等，2015；李宁等，2017；李纪珍和李论，2018），研究论文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JAP）和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JBV）等管

理学领域顶级期刊上发表。Foo等（2009）指出创业努力表现为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付出的时

间和精力等，并运用体验抽样法研究情绪对创业努力的影响。Uy等（2010）研究发现感知的目

标进步会引起创业者付出更多努力，而感知的目标进步波动对努力程度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负

向关系被创业目标承诺所弱化。Gielnik等（2015）学者借助调查和实验的方法，一反多数人的研

究观点，提出“我努力，所以我有激情”，发现了创业进步对创业努力与创业激情间的关系发挥

中介作用。国内学者李纪珍和李论（2018）、李宁等（2017）率先运用体验抽样法，聚焦中国特色

的创业情境，研究创业努力的影响因素及结果。

（四）反馈倾向

与创业团队认同、创业努力和创业协同效率随着时间而动态变化不同（Ghemawat和Ricart
Costa，1993；Foo等，2009；Ashforth等，2016），创业者的反馈倾向在一定时期内是稳定不变的，

因而被视作准特质（quasi-trait）（Linderbaum和Levy，2010；Dahling等，2012）。反馈倾向指的是

个体对反馈的接受程度，包括如何接受反馈信息、能否主动利用反馈信息以及依据反馈信息改

善自身行为、提高绩效的可能性（郑颖和戴溥之，2007）。Linderbaum和Levy（2010）在前人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开发出被广为引用的反馈倾向量表，指出反馈倾向由反馈认知与反馈责任感等

维度构成。高反馈倾向的个体认为反馈很重要，更乐于寻求反馈、接受反馈，期待通过反馈提升

自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去利用反馈、提供反馈等（Linderbaum和Levy，2010；Dahling等，2012）。

三、  假设提出

（一）创业团队认同对创业协同效率的影响

众所周知，创业团队之于创业者非常重要。创业过程中，创业者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

和资源，与创业团队成员的精诚合作使得创业者更容易感知到团队成员的贡献，从而更认同自

身的团队身份（Riketta和van Dick，2005；栾琨和谢小云，2014）。本文在前人观点的基础上，立足

于社会认同理论的“归属感”和“同一性”视角，对创业团队认同和创业协同效率间的关系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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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van der Vegt和Bunderson，2005；Bezrukova等，2009；栾琨和谢小云，2014）。
1. 归属感的积极效应

创业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创业团队凭借高度的自由裁量权，对创业企业的制度

规范和文化塑造起到印记作用，因而对团队成员的行为产生持续性影响（Klotz等，2014）。创业

团队认同带来的归属感有助于创业者之间建立信任关系，从而获得心理安全感，使得创业者即

使面对高速变化的创业环境，依然敢于提出改进团队绩效的意见与建议，不断激发并深化创业

者提高创业协同效率的内在动机（栾琨，2016）；而当创业者对创业团队缺乏认同时，便会缺乏

归属感、心理安全感，从而降低创业者致力于提升团队效率的动机（栾琨，2016），降低创业者为

共同目标和利益而奋斗的动力。另外，创业团队认同带来的归属感使得创业者乐于从团队利益

出发，通过合作、共享等方式做有利于团队的事，创业者也会乐于关注并采纳别人的信息和观

点，团队信息能有效聚合，这种知识的分享和信息的交流对于创业者改进办事方法和提高协同

效率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栾琨和谢小云，2014）；而归属感的缺失会降低创业者与同伴的互动

频率，降低合作意愿，进而不利于思想的交流碰撞，不利于创业协同效率的提高（卫寒阳等，

2017）。最后，创业者对于团队的归属感可以缓解巨大压力，带来幸福感，情感的寄托有助于创

业者直面创业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难题，激励着创业者不断提高其办事效率和方法（舒晓兵，

2006）；而创业团队认同不足导致的归属感缺失使得团队凝聚力分散，团队幸福感降低，进而使

得创业者激励不足，不主动关注别人的意见和建议，无心提出改善团队效率的新方法，不为改

变现状而努力（舒晓兵，2006）。卫寒阳等（2017）对雇员创造力的研究证实，雇员的团队认同感

能有效降低不确定因素导致的风险，提升雇员的心理安全感和创新动机，为雇员制造出良好的

创新氛围，有利于雇员改善其工作效率。

2. 同一性的消极效应

创业团队认同导致创业者追求内部团队的同一性，使得创业者对团队成员以外的外群体

产生偏见（Tajfel，1979），减少个人与外部人士的互动机会，对团队的变革、组织的创新造成不

利影响，损害办事的方法和效率。栾琨（2016）指出，团队认同的同一性导致团队成员深化共享

的规范和观念的认可程度，导致挑战现状、改善现状变得愈加艰难。创业团队之所以重要，是因

为创业成员的多样性能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全面性（Klotz等，2014）。创业者对团队内部的同

一性追求，不利于团队内部不同声音的涌现和交锋，不利于形成促进效率提升的创造性氛围

（栾琨和谢小云，2014；栾琨，2016）。Rotondi（1975）证实，认同感对效率和创造力的提升确实会

产生负面作用，尤其当员工对组织失败项目的持续性认同，会使得员工抵制组织变革，浪费人、

财、物资源。Dukerich等（1998）也指出，组织认同会产生负面影响，比如对团队成员不假思索的

信任会导致员工缺乏创造力，对有疑惑的问题缺少质疑，阻碍了组织的学习和适应。有过之无

不及，我们认为创业团队认同导致的同一性追求对创业协同效率带来不利影响。

创业团队认同产生的归属感和同一性共同作用，随着创业团队认同的初始增加，归属感产

生的积极效应起主导作用，而当创业团队认同增加至某一临界点后，同一性产生的消极效应起

主导作用，因此，创业团队认同和创业协同效率间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基于以上论述，我们提出：

假设1：创业团队认同与创业协同效率间的关系呈现倒U形，即创业协同效率随着创业团

队认同的增加，先上升后下降。

（二）创业努力的中介作用

本文遵循国内外学者对创业努力的定义，指出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付出的时间、金钱等物

质投入，以及情感、精力等精神投入，均是创业努力的具体表现（Foo等，2009；Uy等，2010；
Gielnik等，2015；李宁等，2017；李纪珍和李论，2018）。基于“认知—行为—结果”的研究思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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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出创业努力能够中介创业团队认同与创业协同效率间的非线性关系。

1. 归属感的积极效应

面对复杂多变的创业环境，创业团队认同使创业者生出浓烈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增强了创

业者为创业理想而努力拼搏的动机，激发了其创业激情（Murnieks等，2014；张剑等，2017）。已
有研究证实，激情饱满的创业者会在创业活动中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为创业理想不懈奋斗，

因而增强了其努力程度（Cardon等，2009，2017）。此外，组织认同的相关文献发现组织认同会显

著提升工作的努力程度（何立和凌文辁，2008），有助于员工产生组织公民行为（葛建华和苏雪

梅，2010；唐春勇和潘妍，2010）。当创业者对其团队缺乏归属感时，创业者努力创业的内在动机

大大降低（Brown和Leigh，1996），缺乏敢闯敢拼的创业激情（张剑等，2017），倾向于将自身有

限的资源分配到非创业活动中，因而，创业者的团队认同感较低时，其努力程度也低。随着创业

者对其团队认同度的增加，创业者会自愿地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及资源到创业活动中

（Cardon等，2009，2017；Murnieks等，2014），创业努力程度增加。创业者努力时表现为积极反

思，主动学习，不断尝试解决创业中遇到的问题，改进办事的方法和效率，因而，我们认为创业

者越努力，其创业协同效率越高。李纪珍和李论（2018）的研究论文发现，创业努力显著正向提

升创业学习效果。杨明增和张继勋（2010）探索了努力程度对审计偏误的影响，结果发现审计人

员的努力程度能显著弱化因时近效应（recency effect）而导致的审计偏差，也为我们提出创业

努力能显著提升创业情境下的办事方法和协同效率提供了依据。

2. 同一性的消极效应

创业者对其团队身份的同一性追求强化了其外群体偏见，不利于团队成员内部的互相监

督，使得创业者面对风险缺乏尝试的勇气，不敢承担损失，忧心付出没有回报，从而抑制了创业

努力（Cardon等，2009，2017）。同一性也导致创业者依赖于其他成员为创业呕心沥血，降低自身

努力付出的动机，倾向于将自身的有限资源投入到其他活动中。创业团队的危机意识对于提高

创业协同效率也很重要（Klotz等，2014），然而，创业团队认同产生的同一性降低了创业者应有

的危机感（栾琨和谢小云，2014），使得创业者处于心理舒适区，沉迷于暂时的收获而不思进取，

降低了向外部学习的动力，减少了自身的反思时间（栾琨，2016），使得为创业付出的精力有所

降低。国内学者陈建安等（2015）的研究成果表明，创业认同会导致创业者沉迷于暂时的成功，

使其产生自负心理及创业倦怠，为我们的假设提出提供了依据。随着同一性导致的创业努力的

下降，创业者投入到创业活动中的时间和精力减少，降低了自身的反思时间，也无暇顾及提高

办事的效率和方法，因此创业协同效率受到负向影响。

综上所述，创业团队认同的归属感和同一性相互作用，使得创业努力随着创业团队认同的

增加呈现非线性关系，创业努力先随着创业团队认同的增加而上升，在达到某一临界值后，随

着创业团队认同的增加而降低；创业努力和创业协同效率呈现线性关系。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2：创业努力中介创业团队认同和创业协同效率间的倒U形关系，即创业团队认同通

过倒U形曲线影响创业努力，进而影响了创业协同效率，促成了创业团队认同与创业协同效率

间的倒U形关系。

（三）反馈倾向的跨层次调节作用

反馈倾向是创业者的重要人格特质（Anseel等，2015），本文认为反馈倾向对创业努力与创

业协同效率之间的正向关系具有调节作用。高反馈倾向的创业者倾向于主动寻求与自身绩效

以及组织适应性等相关的评价信息（Linderbaum和Levy，2010），是个体进行主动调节的表现，

对于提升创业协同效率意义重大。Dahling等（2012）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高反馈倾向的

个体更乐于频繁地寻求反馈，以期通过改善办事的方法等提升工作效率。de Stobbeleir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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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的研究表明，员工的反馈寻求行为有助于显著提升其创造力绩效。徐珺等（2018）的研究

也表明上级的发展性反馈对组织成员的创造力产生正向促进作用。此外，有学者指出管理层可

以通过寻求反馈及时发现计划和决策执行中的偏差（郑颖和戴溥之，2007），进而及时纠正偏

误。创业过程中，外部反馈意见能有效帮助创业团队成员反思总结过去的经验，并对未来发展

提出科学布局（Anseel等，2015）。由此可见，高反馈倾向的创业者，在付出同样的时间和精力于

创业活动中时，会更加注重听从外部意见、创造性思维，更容易找对努力的方向，因而有助于创

业协同效率的提升（Anseel等，2015；Wang等，2015）。因此，本文认为高反馈倾向的创业者能充

分认识到反馈的价值，也会在创业过程中积极寻求反馈，进而提升创业协同效率，我们提出：

假设3：反馈倾向正向调节创业努力与创业协同效率间的关系，即：与低反馈倾向的创业者

对比，高反馈倾向创业者的努力程度与创业协同效率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强。

四、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源于心理学研究的体验抽样法已经在组织行为学领域大量使用（Fisher和To，2012；郭一

蓉等，2019；郑晓明等，2019），国外管理学者近年来率先将其运用于创业情境，研究成果也越来

越多地发表在AMJ、JAP和JBV等顶级期刊上（Foo等，2009；Gielnik等，2015；Uy等，2015）。体验

抽样法与传统的问卷调查不同，通过高频率的重复测量，关注现象的动态性和个体内差异，在

自然的状态下，捕捉人们即时的工作或生活体验，既能探明个体自身随着时间推移包括波动和

成长在内的各种动态过程，也能有效降低回溯报告的偏差和误差（陈晓萍和沈伟，2018）。陈晓

萍和沈伟（2018）在其书中，详细讲解了体验抽样法的优点及操作流程，并号召国内学者运用此

方法开展更多研究。

考虑到创业团队认同、创业努力以及创业协同效率随时间的动态变化性（Ghemawat和
Ricart Costa，1993；Foo等，2009；Ashforth等，2016），运用体验抽样法探究其间的关系是十分恰

当的。本文严格遵循基于时距的体验抽样法收集数据的操作流程，招募了近百位创业者自愿参

与历时一个月的动态追踪，持续收集创业团队认同、创业努力和创业协同效率等数据。借鉴创

业领域的国外学者收集类似数据的过程（Foo等，2009；Uy等，2015；Schmitt等，2018），我们的数

据收集持续一个月，每次问卷相同，每周一和周四上午9点准时向创业者发放问卷，同时提醒其

及时填写。为确保最低限度干扰创业者，每次问卷均能在五分钟内填写完毕，我们的研究助理

会在当日下午再次提醒未完成的创业者及时完成，次日上午最后提醒一次。鉴于创业团队认

同、创业努力及创业协同效率的动态变化，参照之前学者收集数据时的间隔（Foo等，2009），每
隔三天对创业者进行动态追踪是合理的。为保证数据的时效性，晚于次日上午的答复被剔除当

作缺失值，数据预处理时，8次数据中缺失2次以上的样本被剔除（Schmitt等，2018）。报名参加

调查的99位创业者均来自不同的创业企业，其中有25位创业者因中途退出而剔除，有5位创业

者因数据缺省而剔除，最终有效样本为69位，可与之比较的是Gielnik等（2015）学者运用体验抽

样法发表在AMJ的论文中，仅有54个有效样本，因此本研究完全满足体验抽样法对样本数的要

求。有效样本和缺失样本在性别（t=−1.052，p=0.296）、学历（t=1.101，p=0.274）等的t检验结果显

示，二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创业者所依托的创业企业特征分别如图1、图2、3所示，由图1可
知，除有部分创业者选择其他行业外，样本大多来自电子信息行业（27.54%），其次是教育行业

（17.39%）；由图2可知，有超过60%的创业企业成立时间在五年以内；由图3可知，有超过60%的

创业企业人数在25人以内。

考虑到创业者的内在动机、主动性人格、自我复原力等个人特质可能会影响创业努力和创
 

8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2卷第11期）



业协同效率，笔者将其引入作为控制变量以确保核心结论的稳健性。在问卷收集初始阶段，我

们收集了创业者的反馈倾向、内在动机、主动性人格、自我复原力等个人特质，创业者的性别、

学历等个人信息以及企业成立时间、企业规模等信息。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使用英文原始量表由一位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再经另一位学者翻译回英文，对

语义表述不清的题项进行反复修订，从而确保中文表述的准确性和简洁性。为保持与原始英文

量表的一致性，本文均采用原始英文量表的等级。

1. 个体内变量

创业团队认同。量表改编自Allen和Meyer（1990）的组织认同量表，为李克特5级量表，题项

包括“我对我的创业团队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等。

创业努力。量表改编自Foo等（2009）和Uy等（2015）的研究，为7级李克特量表，题项如：“在
过去的三天时间，我投入到创业中的努力程度”。

创业协同效率。借鉴Hoegl和Parboteeah（2006）对效率的研究，提出创业协同效率的测量，

23.19%

17.39%

1.449%

21.74%

4.348%

1.449%
1.449%
1.449%

27.54%

电子信息

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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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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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创业企业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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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创业企业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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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创业企业规模（员工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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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5级李克特量表，题项包括“我提出让创业团队更有效率的办法”等。

2. 个体间变量

反馈倾向。改编自Linderbaum和Levy（2010）的量表，从反馈认知和反馈责任感两个维度衡

量，共计6个题项，为5级量表，题项如“回应反馈是我的责任”。
内在动机。改编自Grant（2008）的量表，共计4个题项，为5级量表，题项如“您为什么参与到

创业活动中来？——因为我喜欢创业”。
主动性人格。借鉴Seibert等（1999）对主动性人格的测量，共计10个题项，为7级量表，题项

如“即使他人反对，我仍会坚持自己的想法”。
自我复原力。改编自Block和Kremen（1996）运用的量表，为5级量表，共计14个题项，题项

如“我能迅速地从震惊中清醒、恢复过来”。
此外，考虑到创业者个人特征及其公司背景对创业努力和创业协同效率可能会产生影响，

本文引入了个体特征及公司特征的变量加以控制。其中，性别变量中女性为1，男性为0；创业经

验为创业者的累计创业时间，以年为单位；学历分为博士、硕士、本科、大专、中学、小学六类；职

位分为董事长、总经理、高管、不参与经营的外部股东四类；企业规模用员工数的对数值来表

征；此外，我们还对公司行业和创业阶段进行了控制。

（三）模型构建与分析方法

正如前文所述，本文所关注的创业团队认同、创业努力会随着时间而动态变化（Ghemawat
和Ricart Costa，1993；Foo等，2009；Uy等，2015；Ashforth等，2016），因此是个体内水平（within-
individual level）的变量，而反馈倾向作为创业者的准特质（Linderbaum和Levy，2010；Dahling
等，2012），是个体间水平（between-individual level）的变量，因此有必要建立跨层模型

（multilevel model），如图4所示。
 
 

创业团队认同 创业努力

反馈倾向

创业协同效率

个体间水平 (between-individual level) 

个体内水平 (within-individual level) 

图 4    跨层研究模型
 

根据陈晓萍和沈伟（2018）建议的中心化策略，我们对个体内变量（创业团队认同和创业努

力）进行个体平均数中心化处理，也即得到每一位创业者的创业团队认同和创业努力的水平值

相对于自身平均值的波动情况，这一中心化处理方式使得我们并不是关注创业团队认同等的

水平值对创业协同效率的影响，而是关注创业团队认同等的变化值对创业协同效率的影响；对

个体间变量反馈倾向、内在动机、主动性人格和自我复原力采取的是总平均数中心化处理；而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如性别、年龄、企业年龄、企业规模等）没有进行中心化处理。

五、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信度及效度检验

本文首先对各变量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α）进行检验，各变量的信度系数都高于0.8，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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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各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高。

进一步地，为检验变量的聚合效度，运用Stata 16.1对三个核心个体内变量开展探索性因子

分析①，结果展示在表1中，各变量因子载荷都高于0.8，说明数据的聚合效度较好。此外，三个核

心变量的KMO值均高于0.68，Bartlett检验统计量均在0.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进行因子

分析是恰当的。

为检验各个核心变量的区分效度，笔者采用Stata 16.1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开展验证性因子

分析。如表2中的结果所示，三因子模型具有最好的拟合优度，表明本研究三个核心变量的区分

效度很好。

（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Harman单因素法是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的常用方式（Harman，1976），对收集的全部问卷题

项开展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有三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大于0.9，三个因子解释总变异量的

83.49%，远高于临界值60%，而且第一个因子仅解释总变异量的32.50%，小于共同方法偏差检

验的临界值50%。此外，Uy等（2010）学者已经指出共同方法偏差在体验抽样法中可能会被夸

大，因此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是可以接受的。

（三）数据的嵌套性检验

在进行跨层回归分析之前，有必要对

数据的嵌套性开展检验，根据表3可知，个

体内变量的Rwg（组内一致性指数）均值高

于0.9，说明个体内变量有很高的一致性；

ICC（组内相关性指数）表明创业团队认同、创业努力和创业协同效率的方差分别有61.7%、

62.1%和52.4%来自于个体间方差，分别有38.3% 37.9%、47.6%来自个体内方差，表明创业团队

认同、创业努力和创业协同效率是不断动态变化的，因而适合建立跨层回归模型。为进一步展

表 1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变　量 题　项 载　荷 KMO Bartlett p-value

创业团队认同
我对我的创业团队感到感情上的联系 0.886

0.684 0.000我对我的创业团队有强烈的归属感 0.919
我觉得我的创业团队好像我的家庭成员之一 0.817

创业努力
我投入到创业中的努力程度 0.948

0.766 0.000我在创业中的自律程度 0.941
我在创业中的辛苦程度 0.959

创业协同效率
我提出让创业团队更有效率的办法 0.895

0.744 0.000我对办事方法进行了创新、改进以提高创业团队的表现 0.931
我提高了创业团队的办事方法 0.921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df RMSEA SRMR CFI TLI
三因子模型 35.273 24 1.470 0.030 0.021 0.997 0.995
两因子模型 827.138 26 31.813 0.244 0.201 0.779 0.694
单因子模型 1 596.988 27 59.148 0.336 0.162 0.567 0.422

　　注：三因子模型是创业团队认同、创业努力、创业协同效率，两因子模型是创业团队认同+创业努力、
创业协同效率，单因子模型是创业团队认同+创业努力+创业协同效率。样本数为516。

表 3    数据的嵌套性检验结果

指标 创业团队认同 创业努力 创业协同效率
Rwg均值 0.938 0.922 0.947

ICC 0.617 0.621 0.524

①个体内变量为模型第一层，个体间变量为模型第二层，由于样本数不同，分别作因子分析，本文对个体间变量也进行了因子分析，结果
表明反馈倾向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均良好，如有兴趣了解，可联系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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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创业团队认同及创业协同效率等的动态变化①，本文以69位创业者为分组变量，分别绘制

核心变量由8个数据收集点构成的箱线图，每位创业者在为期一个月的动态追踪中，创业团队

认同、创业协同效率等有着重要变化，为我们的实证检验奠定基础。

（四）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表4展现了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正如结果所示，个体内变量之间高度相关，

为本文假设的提出提供了一定依据，为后文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另外，全模型的多重共线性

检验结果表明VIF均值为2.21，表明模型的多重共线性不强。

（五）跨层回归结果及分析

跨层回归结果如表5中模型1至模型8所示。模型1是零模型，以创业协同效率为因变量。

模型2首先引入个体内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创业团队认同的一次项对创业协同效率的影

响显著为正（β=0.586，p=0.000），创业团队认同的平方项对创业协同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β=
−0.117，p=0.013），初步证实了创业团队认同与创业协同效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

模型3控制了第二层变量即个体间变量性别、年龄、企业年龄、企业规模以及个人特质如内

在动机、主动性人格和自我复原力等的影响，结果发现，创业团队认同的一次项对创业协同效

率依然显著为正（β=0.583，p=0.000），创业团队认同的平方项对创业协同效率依然显著为负

（β=−0.130，p=0.005），二者之间的倒U形关系如图5所示，因此，假设1得到支持。

为检验中介作用，本文首先采用Baron和Kenny的分步检验法（Baron和Kenny，1986），前文

已经证实创业团队认同与创业协同效率之间的倒U形关系，模型6至8意在检验中介作用的前

半段，即创业团队认同与创业努力间的倒U形关系。其中，模型6为以创业努力为因变量的零模

型，为模型7和8的检验奠定基础。未包含第二层个体间变量的模型7显示，创业团队认同的一次

项显著正向提升创业努力（β=0.379，p=0.000），创业团队认同的平方项显著负向影响创业努力

（β=−0.308，p=0.000），包含第二层个体间变量的模型8亦是如此，因此创业团队认同与创业努

力间的倒U形关系成立，如图6所示。为检验中介作用的后半段，构造模型4，即在控制创业团队

认同对创业协同效率的影响后，检验创业努力对创业协同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控制住创业

团队认同对创业协同效率的倒U形关系影响后，创业努力显著正向促进创业协同效率

（β=0.081，p=0.003），且创业团队认同与创业协同效率间的倒U形关系减弱（平方项的显著性由

p=0.005降为p=0.020），所以，创业努力对创业团队认同与创业协同效率的非线性中介效应得

到支持，本文假设2成立。

模型5检测反馈倾向对创业努力与创业协同效率关系的调节作用，根据回归结果，创业努

力与反馈倾向的交互项显著为正（β=0.162，p=0.024），笔者进一步绘制出调节作用的图示，见

图7。由图7可知，对于高反馈倾向的创业者，随着创业努力程度的增加，创业协同效率的提升较

快；而对于低反馈倾向的创业者，随着创业努力的增加，创业协同效率的提升较慢。因此，本文

假设3得到支持。

（六）稳健性检验

为弥补Baron和Kenny（1986）分步检验法的不足，本文采用Hayes和Preacher（2010）提出的

方法对非线性中介作用进行稳健性检验。该方法通过计算瞬时间接效应（Instantaneous Indirect
Effect，记作θ）进行检验，其值为因变量Y对中介变量M的一阶导数与中介变量M对自变量X的

一阶导数的乘积。详细来说，通过Bootstrap方法分别计算自变量取值为低（均值减两倍标准

差）、中（均值）、高（均值加两倍标准差）水平下的θ值和置信区间，根据低、高水平下的置信区间

①限于篇幅有限，本文未展示创业团队认同、创业协同效率和创业努力的动态变化图示，三幅动态变化图示均展示出核心变量在一个月
的追踪期内发生重要变化，如有兴趣了解，可联系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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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包含0，判断中介变量的非线性中介作用是否存在。本文设定95%的置信水平，重复抽样

10 000次，并采纳误差修正的Bootstrap法来估计置信区间，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当创业团队认

同取值为低（−0.950）时，其经由创业努力对创业协同效率的瞬时间接效应为正，并且95%的置

信区间不包括0；当创业团队认同取值为高（0.950）时，其通过创业努力对创业协同效率的瞬时

表 5    跨层次回归结果

变量
因变量：创业协同效率 中介变量：创业努力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个体内变量
　截距项 3.541*** 3.567*** 3.351*** 3.349*** 3.315*** 5.504*** 5.574*** 4.626***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创业团队认同 0.586*** 0.583*** 0.552*** 0.565*** 0.379*** 0.376***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创业团队认同平方项 −0.117* −0.130** −0.108* −0.119* −0.308*** −0.320***

（0.013） （0.005） （0.020） （0.011） （0.000） （0.000）
　创业努力 0.081** 0.088**

（0.003） （0.001）
个体间变量
　反馈倾向 −0.049

（0.800）
　内在动机 0.059 0.060 0.064 0.054

（0.565） （0.564） （0.541） （0.756）
　主动性人格 0.083 0.083 0.097 0.762**

（0.579） （0.583） （0.545） （0.003）
　自我复原力 0.562** 0.564** 0.567** 0.190

（0.007） （0.007） （0.007） （0.590）
　女性 0.192 0.190 0.183 −0.224

（0.263） （0.270） （0.293） （0.438）
　年龄 0.006 0.006 0.006 0.014

（0.624） （0.631） （0.625） （0.483）
　学历 −0.066 −0.067 −0.063 0.022

（0.537） （0.534） （0.557） （0.903）
　创业经验 −0.026 −0.026 −0.026 0.000

（0.258） （0.260） （0.256） （0.991）
　企业年龄 −0.002 −0.001 −0.001 0.031

（0.950） （0.959） （0.972） （0.524）
　企业规模 0.090 0.092 0.093 0.046

（0.287） （0.284） （0.275） （0.749）
　职位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创业阶段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跨层次调节作用
　创业努力×反馈倾向 0.162*

（0.024）
离差 959.692 759.649 723.311 714.835 709.693 1 362.766 1 305.489 1 269.439
估计参数 3 5 30 31 33 3 5 30
Pseudo R2 0.172 0.403 0.404 0.409 0.085 0.342
　　注：运用的是全信息极大似然估计法；个体内变量的观测数是516（n=516），个体间变量的观测数是
69（N=69）；（）内为显著性水平；离差=−2×log likelihood；Pseudo R2计算参考的是Aguinis、Gottfredson和
Culpepper（2013）；***表示 p<0.001，**表示p<0.01，*表示p<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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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效应为负，但瞬时间接效应95%的置

信区间包含0，表明创业团队认同对创业协

同效率的影响大多处于倒U形曲线的前半

段，因此创业努力的非线性中介作用确实

存在，进一步支持了假设2。
本文进一步运用Bootstrap方法检测反

馈倾向对创业努力与创业协同效率之间的

跨层次调节作用，设定95%的置信水平，重

复抽样10  000次，当反馈倾向取值为高

（0.433）、低（−0.433）时，其误差修正的置

信区间分别为[0.022，0.153]、[−0.128，
−0.024]，均不包含0；当反馈倾向取值为中等（0）时，其误差修正的置信区间为[−0.016，0.019]，
包含0，意味着对于高反馈倾向的创业者而言，创业努力与创业协同效率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

而对于低反馈倾向的创业者而言，创业努力与创业协同效率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所以跨层调

节作用获得验证，假设3获得进一步支持。

六、  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创业者开展为期一个月累计8次的动态追踪，基于“认知—行为—结果”的研究框

架，论文运用体验抽样法，探究了创业团队认同对创业协同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创业团队认

同提升并不总是带来创业协同效率的提升。随着创业团队认同的增加，一方面，创业者由于强

表 6    瞬时间接效应

作用路径 X θ 置信区间下限 置信区间上限
创业团队认同→
创业努力→
创业协同效率

−0.950 0.079 0.025 0.185
0 0.030 0.005 0.071

0.950 −0.019 −0.077 0.079
　　注：创业团队认同和创业努力均作了个体中心化处理；X为自变量在低（均值减两倍标准差）、中（均
值）与高（均值加两倍标准差）水平下的取值；θ为在创业团队认同通过创业努力对创业协同效率的瞬时
间接效应值；置信区间是在95%水平下由误差修正的Bootstrap方法估计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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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创业团队认同和创业协同效率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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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反馈倾向对创业努力与创业协同效率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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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归属感导致努力奋斗的动机增强，激发创业者的激情，进而将更多时间、精力投入到创业

过程中（栾琨，2016；卫寒阳等，2017），进而提升了创业协同效率；另一方面，创业团队认同导致

的同一性强化了外群体偏见，降低了创业者危机感，阻碍了信息的交流和沟通（Dukerich等，

1998；栾琨，2016），导致创业协同效率降低。通过观察创业团队认同与创业协同效率的倒U形

关系图可以推断，创业团队认同的临界点较高，位于“认同我的创业团队”与“完全认同我的创

业团队”之间，启发创业者在积极寻求创业团队认同的同时，不应追求百分之百的一致。本文同

时发现，反馈倾向能显著增强创业努力与创业协同效率之间的正向关系，即高反馈倾向的创业

者由于认识到反馈的价值，积极应对反馈，在付出同等程度努力时，其创业协同效率提升更快。

（二）研究贡献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将团队认同的研究扩展至创业研究领域，完善了创业团队研究的心理特征视角。现

有的团队认同研究对于创业团队认同的关注依然处于起步阶段（van der Vegt等，2003；Riketta
和van Dick，2005；van der Vegt和Bunderson，2005），考虑到创业情境的高度不确定性，区分传

统组织内的团队认同与不确定背景下的创业团队认同，有助于创业者回答“我是谁”的问题，更

重要的是，为指导创业者在复杂变化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创业团队管理，为帮助创业者提升创业

协同效率提供依据，因此本文拓展了现有创业团队研究的心理特征视角，为未来学者的进一步

研究指明了方向。

第二，本文关注创业团队认同的动态性和个体内差异，丰富了对创业团队认同动态性本质

的理解。尽管以往的文献中指出团队认同具有动态性（Ashforth等，2008，2016），然而实证测量

时却仅仅关注到团队认同的静态性特征。体验抽样法的使用有助于我们捕捉创业团队认同等

随时间而动态变化的特性（Ghemawat和Ricart Costa，1993；Foo等，2009；Ashforth等，2016），而
且能有效降低创业者的回溯偏差和误差，弥补了以往截面数据的不足，非常适合学者开展关注

现象动态性与个体内差异、捕捉人们即时情绪体验的研究。本文借助体验抽样法，探究创业团

队认同的动态变化对创业协同效率的影响，有效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第三，本研究响应了国外学者Ashforth等（2008）以及国内学者栾琨和谢小云（2014）等的

号召，从实证角度探究团队认同的“阴暗面”，突显了创业团队认同的两面性。研究结论证实了

创业团队认同的双刃剑效应，并通过社会认同理论的归属感和同一性视角得以充分解释，丰富

了前人对团队认同的研究，深化了对认同的理解，启发学者们做进一步的思考。

第四，揭示了创业团队认同对创业协同效率的影响机制，发现创业努力中介创业团队认同

与创业协同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丰富了创业努力的相关研究。国外有关创业努力的研究已

经在AMJ、JAP和JBV等顶级期刊有多篇论文发表（Foo等，2009；Gielnik等，2015；Uy等，2015），
而国内学者在创业努力的研究上刚刚起步（李纪珍和李论，2018）。本文深入探究创业努力在创

业团队认同与创业协同效率非线性关系间发挥的中介作用，有助于学者围绕创业努力进一步

开展更丰富的研究。

最后，本文指出创业努力影响创业协同效率的边界条件，表明反馈倾向特质能显著增强创

业努力与创业协同效率间的正向关系。通过探究影响创业协同效率的可控因素，既深化了学者

们对创业效率的理解（韩炜等，2013），也为创业团队提高协同效率提供参考。

（三）管理启示

本文研究对管理实践也有重要启示。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第一，认识到创业团队认同的双刃剑效应，即适度的团队认同最重要。一味地提高创业者

 

16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2卷第11期）



对团队的认同，会使得创业者强化外群体偏见，不利于创业团队内部不同观点的涌现与交锋，

不利于组织的改革与创新，最终负向影响创业协同效率。因此，创业者及其团队之间，不应过分

求同，要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为改善创业协同效率而努力。

第二，鼓励创业者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拼搏，激发创业者激情，提升创业努力水平。研究

表明，创业者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能正向促进创业协同效率的提高，“有付出就会有回报”。创业

者要想提高办事的效率，就必须流下足够的“汗水”，通过鼓舞创业者的斗志，传递积极乐观的

情绪，培养天道酬勤的集体价值观，使得创业者积极主动地为实现人生理想而努力，进而提高

创业协同效率。

第三，积极培养创业者的反馈倾向特质。反馈倾向作为一种准特质，能显著地增强创业努

力与创业协同效率之间的正向关系。因此，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同时，

也应敞开心扉，记住兼听则明的道理，意识到反馈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虚心聆听别人的建议与

意见，积极处理同伴的反馈，从而找准努力的方向，迅速改善创业协同效率。

（四）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所有的量表均改编自国外的成熟量表。虽然作者遵循了严

格的回译法以保证题项的科学性与简洁性，但量表毕竟不是针对中国情境开发，难免有不足之

处。其次，由于主观数据均是通过创业者自我报告的方式获取，可能引起共同方法偏差。本文运

用的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表明共同方法偏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虽然有学者指出通过多次不

同时间节点的收集和将个体内方差与个体间方差相区分，理论上有效降低了共同方法带来的

偏差（Beal，2015），且共同方法偏差在体验抽样法中可能会被夸大（Uy等，2010），但未来研究

者可以考虑通过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深入研究，比如采取客观的方式度量创业协同

效率。第三，本文仅面向创业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动态追踪。考虑到创业过程的持续性，未来学

者们可以在不干扰创业者的前提下，适当延长观察的窗口期，如两个月或三个月等，从而提升

样本数据的代表性。第四，本文指出并证实了创业努力对创业团队认同和创业协同效率间非线

性关系的中介效应，而之前的文献大部分将创业努力视为因变量或自变量开展研究（Foo等，

2009；Gielnik等，2015；Uy等，2015；Treffers等，2016；Stephan，2018），本文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

学者对创业努力的认识，同时也号召学者对创业努力的中介作用开展更为丰富的研究。最后，

影响创业协同效率的因素可能具有多样性，本文只是立足于创业团队认同角度，探究了其对创

业协同效率的倒U形影响，未来研究可以探究更多的创业团队心理特征对创业协同效率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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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Entrepreneurial Team Identity Definitely Improve
Entrepreneurial Collaboration Efficiency?

Li Lun,  Li Jizhen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Summary: Using the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to conduct an entrepreneurial tracking surve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ial  team identity  on  entrepreneurial  collaboration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sense of belonging” perspective and the “oneness” perspective from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re  exist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team identity and entrepreneurial collaboration efficiency; and entrepreneurial effort
plays a non-linear mediating role in such relationship. Specifically, with the increase of entrepreneurial
team identity, on the one hand, the sense of belonging motivates entrepreneurs to put more effort,
inspires  entrepreneurs’  passion,  increases  the  level  of  entrepreneurial  effort,  and  thus  improves
entrepreneurial collaboration efficiency; on the other hand, the oneness from entrepreneurial team
identity allows entrepreneurs to strengthen the out-group bias, reduces crisis awareness, decreases
entrepreneurial effort, and thus reduces entrepreneurial collaboration efficiency. In addit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entrepreneurs’ feedback orienta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effort  and entrepreneurial  collaboration efficiency.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eam
ident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in the following ways: First, it extends identity research to the
entrepreneurial field, supplementing the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ial team research.
Second, it focuses on the within-individual variance of entrepreneurial team identity, and broad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 nature  of  entrepreneurial  team identity.  Third,  it  answers  previous
scholars’ call to investigate the “dark side” of team identity（Ashforth, et al., 2008; Luan and Xie, 2014）
and evidences the ambidexterity of entrepreneurial team identity. Fourth, it unravels the non-linear
influencing mechanism from entrepreneurial team identity to entrepreneurial collaboration efficiency by
propos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effort,  which contributes to entrepreneurial  effort
research.  Finally,  our  research proposes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influencing mechanism from
entrepreneurial team identity to entrepreneurial collaboration efficiency. This paper also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practice. First, entrepreneurs should realize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team identity, that is, the moderate level of entrepreneurial team identity is the best for
improving entrepreneurial collaboration efficiency. Second, entrepreneurs are ought to be encouraged to
put consistent effort to pursue their entrepreneurial dreams and intrigue their entrepreneurial passion
considering that entrepreneurial effort is helpful for entrepreneurial collaboration efficiency. Third,
cultivating entrepreneurs’ feedback orientation is also essential in that the feedback orientation can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ial effort and entrepreneurial
collaboration efficiency.

Key words: entrepreneurial team identity; entrepreneurial effort; entrepreneurial collaboration
efficiency; feedback orientation;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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